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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海外贸易通事初探

廖大珂
*

清代海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海外贸易的规模还是和中国发生

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在如此大规模的中外交往和贸
易往来中，通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通事， “原系代外人传译”①，即翻译
也。若无通事的居间传译，清代如何能有如此丰富的对外交往和繁盛的海上
贸易?② 然而，尽管通事是海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却几乎不为人们所

重视，史学界对清代的通事亦未予重视，有关的论著屈指可数，③ 其研究也

是浅尝辄止，未能深入，不能不说是个缺憾。通事作为促进中外交往而产生
的特殊群体，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限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本文
仅就清代鸦片战争之前从事海外贸易的通事种类、来源及其职责做一初步的
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通事的种类

在清代海外贸易中，通事非常活跃，种类繁多。就其国籍而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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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通事”和“夷通事”之别，“土通事能夷语，夷通事能华语”①; 就其地

位而言，有“都通事”“副通事”和 “通事”之别; 就其所承担角色而言，

又有 “护送通事” “随伴通事” “在船通事” “存留通事” “朝京通事”

等。然而根据通事身份的不同，则大体上可分为官方通事和民人通事两

大类。

(一) 官方通事

官方通事是指为清政府所雇用，具有官方身份的通事。清政府无论是在

通商口岸与外商贸易，还是在京接待外国朝贡使团时，都需要借助官方通事

才能进行。

1. 通商口岸的官方通事
从清初到乾隆二十四年 ( 1644 ～ 1759 ) ，中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为广州、

澳门、厦门、福州等地。乾隆二十四年发生 “洪任辉事件”后，清廷限制

外国商船到其他口岸进行贸易，广州成为唯一合法的贸易口岸，一直到鸦片

战争时都没有变更。在这些通商口岸中，官方通事是必不可少的。

广州

广州是清代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外商辐辏，“外夷商梢在粤者不下数千

余人”，② 自然需要不少官方通事为中外贸易服务，因此官府设有 “通事

馆”。亨特在《广州“番鬼”录》里提到:

等到一艘船上诸事俱备，准备量船时，通事又得去报告海关监督，

由他派一名税吏来黄埔 “办事”，这位税吏总是由通事馆的一名成员陪

同前来，该通事被称为“官方”通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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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五年 ( 1760) 七月初五，粤海关监督“下通事林成等谕”中有
“钦命管理粤海关税务尤谕通事林成、林望、蔡景知悉”的记载，① 此三人应是

为粤海关效力的官方通事。海关通事除了平时承担传译工作外，遇到“每年
夷船进口，海关监督例应亲往黄埔丈量，一年或五六次不等，斯时保商、通

事随同在船，设有应禀之事，何难即时禀办。且夷人例禁入城，如果有应禀

事件，亦准令具禀，交保商、通事代投”②。乾隆三十年 ( 1765 ) ，两广总督
杨廷璋恐当年抵粤的佛郎机商船滞留广州，于是知会粤海关监督，“各差家

人携带通事伴同行商潘振承驰赴虎门、澳门各口，细加确查”。③ 而马士所

提到的道光十一年 ( 1831) 广州城里的总通事蔡茂也是官方通事。④

澳门

“自大西洋葡萄亚通中国，乞得澳门以居，置买茶叶、大黄等物归售各

国，各国慕之，闻风踵至。乾隆年间，大开洋禁，以粤东为市易所，设洋商
通事，西南各国 至。”⑤ 因为夷人众多，华夷杂处，必须有通事协助沟通。

史称: “澳之奸民不一，其役于官，传言语、译文字、丈量船只、货之出入
口、点件数、秤轻重、输税上饷者曰通事。”⑥ 这种 “役于官”，为官府效

力的通事自然是官方通事了。乾隆九年 ( 1744 ) ，又设立澳门同知一职，

规定今后通事之职由 “标兵”充任。⑦ 此 “标兵通事”亦属官方通事无
疑。

清政府官员到澳门办公时随身带有官方通事。乾隆五十七年 ( 1792 )

正月，“香山县丞致澳门理事官谕文”中记 “今本分县因见该馆日久坏烂，

是以修葺，从傍并建厢房一间，以为通事临澳稍驻办公之便”⑧。同年三月，

粤海关监督盛住到澳门等税口视察时也带有通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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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1685 年 ( 康熙二十四年) 7 月 29 日，英国商船 “中国商人号”驶抵
厦门。因旧时的商馆已改为海关，于是代理人租到一所房子，“房主是一
位官员”，他指定几个通事，“领有当局执照，没有他们在场就不能出售
货品”①。乾隆九年 ( 1744 年) 七月，一艘英国夹板夷船驶进厦门港，当地
官员“随即带同通事何有德到船查验”②。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 1749

年 7 月 4 日) ， “噶喇叭难番于正月十二日护解到厦，贩洋商船久已开
行，见在并无便船可以附搭，随令通事将见无便船可配，须留养在厦，

俟冬底配船回国缘由，告知难番。据译供，该国番人每年皆往来广东澳
门地方贸易，夹板夷船悉系二、三月间由澳门开行回国，即无便船，澳
门有彼处番伴，可以安歇等语”。③ 上述的通事应是为厦门地方官府效力的
官方通事。

福州

福州主要是对琉球交通贸易的口岸。明代福建市舶司即设于此，内有通
晓番文、精通礼法的土通事若干名。清朝的闽海关也设在福州，“所有中琉
贸易之一切事宜，仍改由闽海关管理”④，亦有土通事为官方服务。乾隆六
年 ( 1741 年) ，琉球国二号贡船到闽，土通事冯西熊、谢道武奉命“查明符
文执照，随潮吊进内港，移会福州城守副将会验安插”⑤。乾隆二十五年
( 1760 年) ，有琉球国遭风难番山阳西表等三十七人漂至广东潮阳县地方，

后由闽省拨来通事冯长药将该难番等 “逐程护送至福建省琉球馆，另行发
遣回国”⑥。冯长药估计为当时在福州的官方通事。当时福州与琉球的海上
贸易繁盛，通事斡旋于中琉交易之中，十分活跃。乾隆时潘思榘的 《江南
桥记略》描写道:

南台为福之贾区，鱼盐百货之凑，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余

皇，估艑商舶，鱼蜑之艇，交维于其下; 而别部司马之治，榷吏之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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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日往来二桥者，大波汪然，绾毂其中，肩磨趾
错，利涉并赖。①

所谓舌人象胥即通事之类，其中包括了官方通事自不待言。
2. 朝廷的官方通事
有清一代，不少西洋传教士在朝廷担任官职，如钦天监监正或内阁翻译

等。由于他们精通中文，因此也经常充当官方通事的角色。顺治十年
( 1653) 荷兰人侵占台湾时，曾遣使至广州请求通商，但为澳门葡萄牙人所
阻，遂决定遣使入京。顺治十三年 ( 1656 ) 六月，荷兰使臣抵京，入贡方
物并请通商，帝命时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为译员。② 康熙九
年 ( 1670) 和康熙十七年 ( 1678) ，葡萄牙使团两次进京叩见清帝，比利时
耶稣会士南怀仁都充当了译员。③ 南怀仁曾官至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卿、工
部侍郎。④ 康熙五十八年 ( 1719 ) ，俄国沙皇为了扩大与中国的商贸关系，
派遣伊斯罗曼夫使团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曾担任通事。他负责钦天监
事务前后长达 29 年之久，雍正九年 ( 1731 ) 更被任命兼任礼部侍郎。⑤ 乾
隆十八年 ( 1753) 四月，乾隆帝在接见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时，命钦天监监
正———奥地利耶稣会士刘松龄担任通译。⑥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法国人南
弥德曾在北京居住达 26 年，“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⑦。
除了传教士之外，清廷设立的翻译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也可担任官方通

事。如乾隆年间，四译馆通官乌林布四格曾和其他官员一起护送安南国使臣
范阮达等赴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后又护送他们进京，启程回国。⑧ 但是，
清廷有时还遴选懂外语的民人。如四川人袁德辉曾到槟榔屿，就读于罗马
天主教学堂，后又就读于马六甲英华书院，熟识拉丁文和英语，回国后由

262 海洋史研究 (第七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寿祺: 《重纂福建通志》卷 29， 《津梁》，台北: 华文书局，1968，第 2225 页、第 677
页。
林子昇: 《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 85 页。
林子昇: 《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 59、61 页。
黎难秋主编《中国口译史》，第 66 页。
黎难秋主编《中国口译史》，第 70 页。
林子昇: 《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 63 页。
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卷 7，中华书局，1989，第 163 页。另见《吏部尚书英和奏报讯取
喇弥约即南弥德供词请交刑部严审折》，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2 册，
第 148 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庚编第 1 本，中华书局，1960，第 90 页。



洋商推荐给两广总督李鸿宾，通过翻译测试，被送往北京，担任理藩院

通事。①

(二) 民人通事

相对于官方通事而言，只要不是清朝官方所雇用的通事，不管是 “土
通事”还是“夷通事”，都可归入民人通事之列。西洋人雇用民人担任通事
与中国人打交道在清代之前即有之:

1624 年，荷兰人定居台湾，并从该地向福建各口岸贸易; 在巴达
维亚雇用会说荷兰话的中国人做通事。而法国人到处都可以找到友好的
传教士为他们翻译。1637 年，第一次来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
得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有时碰到一个不可靠的中
国人会说葡萄牙话; 有时是一个下等的葡萄牙人会说中国话; 常见的是

一个混血儿，他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会一种话，从他的母亲那里学会另一

种话。②

荷兰占据台湾时，云霄人何廷斌 ( 即何斌) 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

事，③ 不仅担任通译的职务，而且因通晓土著语言，还负责 “征收一切出口
的猎物税、鱼虾税、糖税及其他货物税”④。

顺治十年 ( 1653) ，有一艘荷兰夹板船前来广东省进贡，“湾在虎门海
上，未敢擅进，其通事先往省禀报”⑤。嘉庆十七年 ( 1812) ，南海县所截获
的“小三巴堂寄京东堂李老爷洋信一封，学算书四卷”，除了洋信是洋商卢
观恒等派人翻译外，算书四卷还是通过澳门夷目转饬 “谙晓天朝官语之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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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页。
参见 C. E. S，Verwaarloosde Formosa ( 《被忽视的福摩萨》) ，附录《可靠的证据》卷上，第
八、九号，载《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 增订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 190 ～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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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晏地里”翻译的。①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有时还需要 “通过葡萄牙人，去
澳门雇用为金钱所驱使的葡人，或通过法国人找法国传教士来充当翻译”②。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国商人仅限于在中国的几个沿海城市进行贸易，

在限令广州一口通商之后，更是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有些当地的中国人在
与洋人的交往过程中，渐渐地学会了少量的日用外语，少数人甚至也能翻译

一些像税单这样的文字资料，则为洋行所聘，成为买办、经纪人或通事，他
们来源于民间的老百姓，既非官员，也未进过正规外语学校。如乾隆、嘉庆
年间，有嘉应人谢清高 ( 生于乾隆三十年即 1765 年) ，18 岁时随商贾赴海
南，途中遇海难，为洋船所救，遂随游各国，滞留国外共 14 年。嘉庆二年
( 1797) ，他双目失明，回国后流寓澳门，依靠担任通译糊口。 《中西交通
史》作者方豪曾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 “东波塔”档案馆中，发现了香山
县左堂吴批复谢清高诉讼葡萄牙商人赖债的批文，时在嘉庆十一年 ( 1806)

八月初三，此一发现证实了谢清高在澳门与葡萄牙商人久有接触，为他们在

商业活动中担任口译是顺理成章的。他也是当时通过与洋人接触学得外语，

然后在贸易中从事口译的众多民人通事中的一名代表。③

对于民人通事，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朝廷官员历来都是非常鄙视的，史

料记载:

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
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 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
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 一、英法等国
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樨，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

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④

冯桂芬曾谓:

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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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
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

已。①

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人通事在中外交往特别是海外贸易中还是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二 通事的来源

清代随着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外交商贸往来的不断发展，在很多场合都需

要通事，因此清政府除了利用精通汉语的外国人以及懂外语的民人充当通事

之外，还设立学校培养通晓外语的翻译人才，充任官方通事，朝廷的本国通

事多出自这些学校。外国朝贡使团则经常利用中国民人担任通事。鉴于中外
通商贸易中语言翻译的重要性，外商也注重培养本国的翻译。

(一) 清政府设立的学校

1. 四译馆
四译馆源于明代的四夷馆，主要培养朝廷官方通事人才。明代永乐五年

( 1407) ，因四周邻国纷纷前来朝贡，十分需要懂得邻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
员，明廷决定设立翻译学校，设立四夷馆，隶属于礼部翰林院，选送国子监

生蒋礼等 38 人为译字生，学习外国语言和翻译。四夷馆初分八馆，曰鞑靼、

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后增设八百、暹罗两馆，共
10 馆。译字生经考试合格者授译字官，不合格者黜退为民。②

清顺治元年 ( 1644 ) ，清廷为培养外事翻译人员，仍续办四夷馆，以
“选贮后学，以永传习，译字生或六年一收考，或十余年一收考，家传幼
习，缓急不苦乏人”。顺治二年 ( 1645 ) ，在馆译字生达 60 余名。③ 礼部曾
一度发给“四夷馆”印信，后更换为“四译馆”印信。因女直 ( 满) 族已
成为统治阶层，且蒙古族的地位也高于汉族，原 “四夷馆”中的女直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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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 抄本) ，第 43 ～ 44 页。
李东阳: 《大明会典》卷 221 《翰林院》，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第 2943 ～ 2944
页。
《四夷馆则》，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重刊，昭和二年十一月。



蒙古馆自然被裁撤了。因此，入清后的四译馆不仅名称改变，而且从原来的
10 馆变成了 8 馆，“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
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①。学员则由礼部 “会同四译馆堂上官于世业
子弟内照例考选，取为译字生，交付四译馆堂上官在馆肄业”②。“乾隆十三
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为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

夷。”③

四译馆的学员在中外交往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乾隆年间，四译
馆通官乌林布四格曾和其他官员一起护送安南国使臣范阮达等赴避暑山庄觐

见乾隆帝，后又护送他们进京，启程回国。④ 乾隆三十一年 ( 1766) 两广总
督杨廷璋曾建议: 在广州及澳门的西洋人若要与在京西洋人通信，应 “呈
明该地方官拆译字句无碍，申送臣衙门查核加封，咨达提督、四译馆，查明
该夷行走处所，转付本人查收”。而 “在京各处行走夷人，有欲通乡信者，

亦准其呈明提督、四译馆，拆译字句无碍，咨文臣衙门代为转发给夷目收
给”⑤。后虽未被批准，但四译馆在翻译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至乾隆后期，会同四译馆虽犹存典事，馆事却已日衰，其培养翻译官员

之事似已无所闻。这大概与雍正禁教闭关及清廷逐渐衰弱有关。⑥ 至清末，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同文馆相继创设，会同四译馆更失去存在之意义，最终

于光绪二十九年 ( 1903) 被裁撤。⑦

2. 国子监太学
自明代以来，中国与琉球一直维持着频繁的外交关系。琉球国王经常派

遣贡使与谢封使来华，而中国在琉球新王登基时常派遣使节前往赐封王号。

自洪武朝始，应琉球王之请，国子监太学就为琉球培养通晓汉语的通事。琉
球来使会仰仗这些通事传译语言文字，明朝前往琉球的使节有时也会利用他

们担任翻译。

入清后，琉球官生来华留学曾中断了一段时间。康熙二十三年
( 1684) ，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昌等奉使赴琉球，册封中山王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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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 114，中华书局，1976，第 3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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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尚质在会晤汪、林时，谓: “下国僻处弹丸，常惭鄙陋; 执经无地，向

学有心。稽明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愿令陪臣子

弟四人，赴京受业。”汪、林回国后，即就此事上疏。康熙帝命礼部核查回

复。礼部经查《大明会典》，证实明洪武至万历朝，确有琉球官生入国子监

读书，遂复文同意琉球派遣官生入国子监受业。①

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 ，久米村子弟梁成楫、蔡文溥与阮维新三人随

同琉球贡使魏应伯进京，成为清代首批入太学学习的琉球国官生。康熙三

十一年 ( 1692 ) ，中山王尚质请求让梁成楫等人回国从事，获准。时康熙

帝下诏，谓 “梁成楫等三人照部通事例赏赐、赐宴，礼部遣归国”②。自

此，不断有琉球官生进入国子监学习，直至同治六年 ( 1867) ，赵新、于光

中出使琉球回国时，琉球王仍请二人代向清廷奏准派遣官生来华留学，③ 可

见，琉球官生入华留学的历史实属源远流长。这些琉球官生回国后一般都担

任各类通事与长史官员，成为中国与琉球外交贸易活动中翻译官员的重要来

源。

3. 俄罗斯文馆
自康熙朝始，中俄边事频仍，交涉日多，人员与文书不断，急需翻译官

员。康熙二十八年 ( 1689 ) 中俄尼布楚谈判，清廷因无人通晓俄文，只得

派会拉丁语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徐日升充当译员。有鉴于此，康熙帝产生了

培养拉丁文翻译官员的想法，但未及实施。可是他却创设了俄罗斯文馆，以

培养俄文翻译人才。

康熙四十七年 ( 1708 ) 三月初八，康熙帝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敕

令“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翌日，马齐转令侍读学士鄂

奇尔诺木奇岱办理。第三日，已征得 7 人愿习，帝续令在八旗、蒙古与汉军

内征召。二十一日，所征学员已达 68 人。是日，帝 “均令习之”。经过仅

半个月的筹备，三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所培养俄语翻译人才的学校———俄

罗斯文馆正式开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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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馆在同治元年 ( 1862 ) 并入同文馆之前究竟培养了多少俄语
翻译人才，尚待查考。但据查，清内阁大库残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俄
文档案，就有 19 本之多;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 《筹办夷务始末》与
《清季外交史料》中，也收录有俄国外交文件的译文。这些档案、外交文件
的翻译，估计不少是由俄罗斯文馆培养的人才所为。

嘉庆十年 ( 1805 ) 十月间，先后有两艘路臣国夷船抵达广州。粤海
关监督延丰根据洋商译出的路臣国夷船所递交的禀帖，得知路臣即俄罗

斯，于是准许其在广州贸易。① 但“广东省向无俄罗斯通事之人”，怎知路
臣即俄罗斯? 且向例俄罗斯只准在恰克图地方与中国通市，因此嘉庆帝下令

严查此事。② 后据延丰称，乃是由洋商转饬英吉利国人与路臣国夷商交流并
翻译禀帖，才得知路臣即俄罗斯的。③ 由此事可以看出，若非俄罗斯只准在
恰克图与中国贸易，俄罗斯文馆所培养的俄语通事一定能在中俄贸易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至于出现在广东还需夷人才能和俄罗斯人沟通的

情况。
4. 拉丁文学校———西洋馆
前述提及，自中俄交涉后，康熙帝即有设学培养专习拉丁文之人才的想

法，然其计划乃迟至雍正时始获实现，也就是西洋馆的设立。关于西洋馆，

方豪有所考证，他写道: “据雍正七年 ( 1729 ) 十月三十日，龚当信
( Cyrus Contancin) 与 P. Souciet书，则‘是年三月，帝立学校一所，收满汉
青年子弟，命读拉丁文，以法国耶稣会士主其事，巴多明掌全校事宜，宋君

荣副之’。”④ 但方豪认为此言有误，因为 “读拉丁文者为满洲之青年”⑤。

至于西洋馆的教育效果如何，雍正十年 ( 1732 ) 六月十三日，君荣有函致
P. Souciet曰: “拉丁文班情形尚佳，学生多能操拉丁语，成绩颇优。”⑥ 乾隆
十三年 ( 1748) ，原四译馆及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负责外交事务的翻
译并教授外语，时西洋班似已并入。

862 海洋史研究 (第七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宫中朱批奏折》，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649 页。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 1 册，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657
页。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 2册，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册，第 661 ～
662 页。
方豪: 《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第 961 页。
方豪: 《中西交通史》，第 960 页。
方豪: 《中西交通史》，第 961 页。



(二) 精通中文的外国人

清初，我国尚无培养西方语言翻译人才的学校，因此，当与西方国家外

交或商贸使团交往时，经常以在华传教士充当通事。即使在清廷设学培养本
国的通事后，翻译人才仍不敷需求，还是要访求来华外国人，“着尔等做通
事”①。在华传教士之所以精通中文，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在中国传教的方
便而努力地学习中文，其中很多人不是精通天文、地理，就是擅长音律、医
术，担任通事自然得心应手。但也有一些新来的传教士不谙汉语，清廷当然
也希望他们能通汉语，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如康熙帝就曾于康熙四十九
年 ( 1710) 因“西洋新来之人”“俱不会中国的话”，下令让他们在广州及
澳门学中文。② 乾隆帝也曾饬令两广总督留心体察，“如有夷人情殷自效”，

即行访问，奏闻送京效力。③

除了前述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刘松龄等耶稣会士担任过清廷接待
外国朝贡使节时的通事外，雍正年间，为了挽救日益衰落的澳门贸易以及请

求清廷放宽禁教，葡王若望五世遣使麦德乐来华，并命耶稣会士张安多同

行。葡使入京后，雍正帝命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为通译，张安多亦为译
员。④

乾隆五十九年 ( 1794) ，荷兰国王因次年是乾隆帝执政六十年大庆，遣
使赍表到京叩贺。乾隆帝因“荷兰国所进表文在京西洋人不能认识”，要求
两广总督长麟等“于内地西洋人有认识荷兰字体兼通汉语者，着派一二人
随同来京，以便通译”⑤。

而在中外贸易中，外商们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认为: “在东方的交涉
事务中，一个当事人用他自己的通事，比用对方介绍的通事好得多。”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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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等传旨著查问西洋人哆啰所写奏本出错缘由并著新来西洋人在澳门学中国话》，载
《文献丛编》第六辑，和济印刷局铅印本，19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 册，档案出版社，1984，第 7 页。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文献丛编》第 6 辑，《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和济印刷局铅
印本，1930，第 1 页。
《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报有西洋人到粤情愿赴京效力派员护送折》，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
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411 页。
林子昇: 《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第 59 页。
梁廷枏: 《粤海关志》卷 2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9 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第
1640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2 卷，第 54 页。



此，外商们除了雇用中国人担任通事，也注重培养本国通晓汉语的人才。

乾隆元年 ( 1736) ，英国商船“诺曼顿号”的船长里格比留下一个名叫
洪任辉 ( James Flint) 的小童在中国学习汉文，① 以至 “于内地土音、官话
无不通晓，甚而汉字文义亦能明晰”，并且 “夷商中如洪任辉之通晓语言文
义者，亦尚有数人”②。乾隆十一年 ( 1746) ，洪任辉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广州全体大班的通事。③ 1756 年，由于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认为洪任辉的工
作对公司的事业大有价值，因此选派贝文和另一名青年到广州学习汉文，以

备担任大班的翻译。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学习”，受教于一名中国教
师，但是由于两广总督的阻挠，“那位教授我们两个青年的汉文教师，仍不
敢经常来讲课④”。

乾隆五十八年 ( 1793 ) 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一位参赞斯当
东带着他的儿子随行。后者———托马斯·斯当东时年仅 12 ～ 13 岁，后留住
澳门 20 年，通晓汉语，在若干年后又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中一位举足轻重
的翻译。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写道:

有一位新任书记托马斯·斯当东 ( George Thomas Staunton) ，他于
1800 年 1 月 13 日到达广州。他曾随其父在 1793 年马戛尔尼勋爵的使
团中当小侍从; 在这九个月的长期旅程中，他从该团的翻译人员中学

到了很好的汉语，由于这样的知识，他曾荣幸地与皇帝亲自交谈; 现

在他来做书记，以他的汉文知识为公司工作。在本季度内他第一次在
很多事情里已成为很有用的翻译，同时为委员会翻译出可靠而正确的

公文。⑥

嘉庆十三年 ( 1808 ) 三月，托马斯·斯当东前往英国，英国东印度公
司在中国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 “依靠中国人从事翻译等工作，而他们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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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2 卷，第 278 页。
《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条规折》，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
编》第 1 册，第 337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2 卷，第 289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4、5 卷，第 442 页。
《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铦将英船进口原委及英人司当东有无劣迹并商人积欠夷商货价各事宜妥
议具奏》，载《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 4 册，故宫铅印本，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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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是可疑的，同时，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是不能经常管理的”，后来委员会
指派原本担任宗教任务的马礼逊担任公司在中国机构的翻译员。① 嘉庆二十
二年 ( 1817) ，东印度公司又授予三位书记图恩、班纳曼和德庇时 “译员”

称号。② 道光二十四年 ( 1844 ) 法国派遣剌萼尼出使， “该国夷人加略利，

久住澳门，能通汉字华语”，被任命为法国使团的通事。③

(三) 懂外语的中国民人

如上所述，朝廷的本国通事多由官设学校培养，而地方官府的通事则多

遴选通外语的民人担任。如由于英国频频派船前往天津、浙江，企图冲破一
口通商的限制，扩大对华贸易。为了开展对英交涉，有鉴于 “英咭唎夷人
与中华语言不通，天津、浙江口岸谅无熟悉夷情之人”，广东巡抚董教增
“饬洋商慎选谙晓夷语、夷字之诚实可信者二人，酌委干员分送直隶、浙江
督抚衙门投收，以备翻译之用”④。英人威廉姆斯谈及清朝海关的通事:

( 广州) 这一严密的制度中另一个附属的部分就是通译或名 “通
事”。这一部分的限制并不那样严，并且在海关转为外人直接管理之
前，一直保持着它的活力。所以名为通事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海关官员
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切来往中被雇用担任翻译。他们从前替洋人向政府
写呈文或宣读政府的批示。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人能书写或操一句通顺的
英语，除去他们本国文字之外，也不认识其它外文。其中只有几个人能
操一种土英语即所谓广州式的英语……然而他们作为海关的办事员来
说，仍然是贸易上不可少的助手，并且按其服务性质得到相应的报

酬。⑤

其他地方官府的通事情况亦然。如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到澳门办公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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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3 卷，第 68 ～ 69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3 卷，第 324 页。
《钦差两广总督耆英奏报筹办夷务渐有条理情形折》，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
编》第 2 册，第 543 页。
《广东巡抚董教增等奏报飞致浙江抚臣饬员查探英船并慎选翻译人员分送直浙片》，载《清
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 5 册。
S. W. Williams，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p. 161，引自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 1840 ～ 1895) 》，中华书局，1962。



访，都需要通事从中进行翻译才能与澳门夷目沟通。所谓 “凡文武官下澳，

率坐议事亭上，夷目列坐进茶毕，有欲言则通事翻译传语。通事率闽粤人，

或偶不在侧，则上德无由宣，下情无由达”①。这些通事大多是由闽粤民人
充当。

对于中国周边国家来说，为了方便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常常以中国民

人充当朝贡使团的通事。康熙十一年 ( 1672) ，前来朝贡的暹罗使团中的通
事昆威吉瓦札原本是福建人。② 雍正四年 ( 1726) ，苏禄国王遣正使龚廷彩、

副使夷官阿石丹、通事杨佩宁率领夷伴来闽进贡，杨佩宁原为苏州人氏。③

乾隆七年 ( 1742) ，苏禄王派遣贡使马光明、朥独喊敏，通事陈朝盛、头目
猗摆马文等人到厦门入贡贸易。马光明原名马灿，陈朝盛原名陈荣，“均系
内地船户水手，于乾隆五年前往苏禄”④。乾隆十七年 ( 1752 ) 七月，苏禄
国番目万朥里母呐带番丁万九挖啰奴吧、通事叶兴礼配载内地船户刘合兴、

郭元美等船内舵水四十一名到厦门，称系奉国王之命来请贡期。通事叶兴礼
系刘合兴船上水手曾雄，苏禄国王令其充当通事并更改姓名。⑤ 道光三年
( 1823) ，礼部奏称暹罗大库府呈请加赏通事翁日升顶戴。翁日升原为 “福
建汀州府永定县人”，“于嘉庆十八年往暹罗国贸易”，“奉国王差委”充当
暹罗朝贡使团的通事。⑥

西方国家的商人为了商业和生活上的方便亦多雇用中国民人担任通

事。尤其是一些中国商人在与外商密切交往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外语，并
为外商所信任，常常充当通事。如澳门自明代开埠以来，充任通事的似
乎均为商人，所谓 “澳夷言语不通，必须通事传译，历来俱以在澳行商
传宣言语”。然而，乾隆九年 ( 1744) ，“设立同知定议章程之时，内有
将同知标兵拨出二名，充为通事一条”。由标兵担任通事，弊病百出。
“既与澳夷不相谙熟，不能得澳夷要领，且人微言轻，反以启侮更或侵渔
生事”，“此辈无知，反视夷人为奇货。滋事作奸，其弊无穷”。而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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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充当通事，“夷人曲折，无不谙晓”，且 “澳夷惟利是知，别无瞻顾。

商人服饰丽都，钱财充牣，可以取重于夷人”。因此 “仍请照前用洋商
通事”①。

又如乾隆九年 ( 1744 ) ，英船 “哈德威克号” ( Hardwick) 到达厦门，

碇泊口外，但风浪太大，不能起卸货物。两位船上大班海德和哈德利上岸，

请求“口岸当局的保护”，以免遭到西班牙人的袭击，并雇用一名 “通事”，

担任他们与官员会谈时的翻译。② 乾隆五十九年 ( 1794) ，英商大班啵啷呈禀
要求允准英商向广东人学中国话，以便“通中国的法律”。两广总督批道:

查夷人来广贸易，除通事买办外，原不许多雇内地民人，听其指使

服役。久经奏明在案。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
另多雇内地民人教话，致与定例有违。③

道光年间，广州民人吴辉通晓夷语，为法国商人充当夷人通事。④ 英国
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也表明，当时为英商做翻译工作的主要是 “一些懂得广
东英语的中国通事”⑤。可见，为外商担任通事的主要是懂外语的中国民人，

但是外商雇用的中国通事必须征得清政府的同意，领取清政府颁给的许可

证，方能受雇。⑥

三 通事的职责

通事，“原系代外人传译”⑦，即从事居间传译。但是由于通事在沟通中
外双方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单纯从事翻译，而且还参与了对海外贸易的管

理事务，在不同的贸易形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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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3 卷，第 6 页。
S. W. Williams，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pp. 161 － 162，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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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事在朝贡贸易中的职责

清朝同海外国家的传统朝贡贸易从未断绝，清廷对海外诸国采取怀柔政

策以招徕其前来朝贡。顺治四年 ( 1647 ) 二月，清朝因平定浙江、福建，

颁诏天下: “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
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① 为
了招徕更多的海外朝贡，清廷还采取各种笼络手段，如派遣使臣敕封琉球中

山王，对其贡使“赏赉着比前加一倍，以彼国贵重之物给予”; ② 康熙二十
四年 ( 1685) ，“福建总督王国安疏言，外国贡船请抽税，令其贸易，应如
所请。上以进贡船只，若行抽税，殊失大体，悉免之”③。随之定例: 外国
贡船所带货物，停其收税; 其余私来贸易者，准其贸易，听所差部员照例收

税。还规定贡船回国所载货物，免其收税。④ 这些鼓励措施很快收到成效，

许多海外国家同清朝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

在外国朝贡时，不仅清廷任用官方通事处理朝贡事宜，而且外国使团来

华朝贡贸易，基本上也都配备有通事。如康熙十一年 ( 1672) ，前来朝贡的
暹罗使团中有通事昆威吉瓦札; ⑤ 雍正四年 ( 1726 ) ，苏禄国王遣正使龚廷
彩、副使夷官阿石丹、通事杨佩宁率领夷伴来闽进贡。⑥ 乾隆十七年
( 1752) ，“苏禄国番目万朥里呐带同番丁通事等”，来厦门入贡。⑦ 道光三年
( 1823) ，暹罗朝贡使团中通事为福建人翁日升。⑧ 中外通事在外国朝贡使团
来华的外交外贸活动中负有多种职责。

1. 呈报货物
中国与暹罗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清初来中国的外国贡舶以暹罗国较早

而次数最多。清政府于康熙六年 ( 1667) ，“题定暹罗国贡期三年一次，贡

472 海洋史研究 (第七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世祖实录》卷 30，《清实录》第 3 册，中华书局，1985，第 251 页。
《清圣祖实录》卷 7，《清实录》第 4 册，中华书局，1985，第 126 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 33，台北: 新兴书局，1965，第 5155 页。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510，转引自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
版社，2000，第 245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
1501 页。
《明清史料》庚编第 8 本，中华书局，1960，第 710 页。
《清高宗实录》卷 422，《清实录》第 14 册，中华书局，1986，第 529 页。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12，《续修四库全书》第 80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49
页。



道由广东”①。暹罗贡使到达广东后，“起货通事船主先期将压舱货物呈报，

广州府转报，委员查明其货物数目斤两册，汇同表文方物，由司详候督抚会

疏题报，俟题允日招商发卖，其应纳货饷候奉部行分别免征”②。

清代自开海设关起，“所有中琉贸易之一切事宜，乃改由闽海关管
理”③。琉球贡船到闽后，要由通事等造具官伴水梢花名及随带土产杂物清
册呈送到关。④ 如乾隆十六年 ( 1751) 七月，琉球国二号贡船开驾进口，通
事毛如苞等“开具贡物并护船军器以及王府官伴水梢随带银两土产杂物数
册一本到职，并声明附载内地难商蒋长兴、瞿张顺等三十九名一同回闽等
情”⑤。

2. 具报行程
清政府对海外朝贡的行程有严格规定，通事在使团抵达中国后，即应将

行程先行具报。如“暹罗国入贡仪注事例”规定: 暹罗贡使入京，“通事将
起程日期具报广州府，转报布政司，移会按察司，颁发兵部勘合一道，驿传

道路牌一张，督抚委送官三员随同伴送，将进京贡使人员廪给口粮夫船数目

填注勘合内，经过沿途州县按日办应”; “贡使进京，令通事先将起程日期
报府，转报上司，预行取办祭江猪只吹手礼生应用”⑥。

3. 参与朝贡仪式
暹罗国贡使到广州后，须举行“验贡”仪式。《粤海关志》中的“会验

暹罗国贡物仪注”记载:

是日辰刻，南海、番禺两县委河泊所大使赴驿馆护送贡物，同贡使、

通事由西门进城，至巡抚西辕门安放; 贡使在头门外账房候立，俟两县

禀请巡抚开中门，通事行商护送贡物先由中门至大堂檐下陈列，通事复

出; 在头门外，两县委典史请各官穿公服至巡抚衙门，通事引贡使打躬

迎接，候巡抚开门升堂，督抚各官正坐，司道各官旁坐，通事带领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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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角门报门，进至大堂檐下，行一跪三叩礼，赐坐赐茶，各官即起坐;

验贡毕，将贡物仍先从中门送出西辕门，通事引贡使由西角门出至头门

外立候，送各官回，将贡物点交通事、行商、贡使同送回驿馆贮放。①

康熙二十四年 ( 1685) 后，朝贡贸易均实行免税政策。《明清史料》中
记载了清廷四次减免琉球接贡船的进口税银，每次都由该国通事 “率领官
伴水梢人等赴阙，望阙叩谢天恩”②。可见，朝贡使团的一些仪式需要通事
来主持。

4. 参与交易、斡旋
外国朝贡使团如需购买中国货物，往往要通事从中说合。如安南国遣使

入贡时，路过江宁如要购买定织绸缎，需 “令使臣通事将需买各货开单呈
交地方官，传集铺户，面同使臣议定市价，给银分领织办，取具铺户限状，

官为督催”③。

外国朝贡使团来华常会携带货物进行交易，因此，清廷也需要让一些较

有经验的通事来协助，促使贸易达成。如乾隆五十八年 ( 1793) ，英国国王
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因海洋风信靡常，贡使船只
“或于闽、浙、江南、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乾隆帝于是 “降
旨海疆各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④。又考虑到
“该国遣使赴京，或于贡船之便携带货物前来贸易，亦事之所有，若在福
建、江浙等省口岸收泊，该处非若澳门地方向有洋行承揽之人可为议价交
易，且该国来使与内地民人言语不通，碍难办理”，所以传谕福建、浙江、

江南三省督抚，先期行文广东省，令广东巡抚郭世勋 “将该处行头、通事
人等拣派数人预备”，如遇该国贡船于三省进口时带有贸易货物，“即飞速
行知广东，令将预备之人派员送到，以便为之说合交易”。⑤ 郭世勋立即
“选派行商蔡世文、伍国钊，并谙晓夷语之通事林杰、李振等数名预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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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浙江、江南三省督抚也都遵旨办理，浙江巡抚长麟更是先 “咨明广
东督臣，于该处洋行通事内先期拣派一二人咨送来浙，以免临事周章”①。
再者通事因常与夷人打交道，对 “夷情”较为熟悉。清廷始终对夷人

抱有疑虑的态度，因此便需要通事从中斡旋。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英国
遣使入贡。广东巡抚董教增担心英夷人与中华语言不通，“天津、浙江口岸
谅无熟悉夷情之人”，因此饬令 “洋商慎选谙晓夷语夷字之诚实可信者二
人，酌委干员分送直隶、浙江督抚衙门投收，以备翻译之用”。所需往返盘
费，由粤海关监督祥绍捐给。②

此外，通事还负有替贡船采购日用品伙食之责。如乾隆五十八年
( 1793) 四艘英国贡船到粤后，“初到量给酒米等物，余俱通事代买”③。
外国使团来华朝贡大多希望通过朝贡贸易图利，但也有一些国家以朝贡

为名希望获得在华贸易特权以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在清廷与这类朝贡国的外
交沟通中，通事对双方关系所施加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如顺治十三年 ( 1656) ，荷兰入贡请求贸易最
终以失败告终，担任通事的汤若望所施加的影响是荷兰人失败的因素之一。
当时荷兰是基督教国家，而汤若望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两派敌意极深。而且
汤若望担心，如果荷兰人取得在中国贸易的权利，葡萄牙人独占中国贸易的

局面就会被打破，而这种贸易所得的暴利正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

的财力基础。因此汤若望在礼部说荷兰人是海盗，生活在小海岛上，所带的
礼物都是抢劫来的，力劝礼部拒绝荷兰人前来贸易。④ 又如乾隆五十八年
( 1793)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请求扩大两国通商贸易也没有成功，近人
著文认为，其时担任通事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索德超在翻译时起了很不好的

破坏作用，“他 ( 指索德超) 利用这一机会拆英国人的台，把马戛尔尼的话
故意译错，甚至还另外添枝加叶，增加交涉双方的误会和障碍”。此外，当
马戛尔尼呈上英王给乾隆帝的表文时，索德超又将表文中所述马戛尔尼系英

国“特使”的身份，故意译为“钦差”。在乾隆眼中，只有中国皇帝才能派
遣“钦差”，而作为朝贡国的英国，哪有资格派“钦差”呢? 因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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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乾隆极为不满。① 索德超身为清廷的通事，为何要破坏中英关系呢? 因

为葡萄牙一直处心积虑要独占与中国的贸易，马戛尔尼来华企图达成英中通

商建交，索德超当然不希望其获得成功。此外，英国如果得以与中国建交，

英国传教士定会大量涌入，葡萄牙传教士的势力就会被削弱。

如果没有汤若望以及索德超从中作梗，或许中荷、中英间的外交与通商

关系会是另一种情况。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由此可见通事在朝贡活动中的

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二) 通事在口岸贸易中的职责

康熙二十三年 ( 1684) ，清朝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有所发展，为了加

强对各个口岸海外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

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进出口关

税。② 在协助清政府对口岸贸易以及外商的管理当中，通事扮演了颇为重要

的角色。

乾隆五十八年 ( 1793 ) ，英国遣使入贡时，曾提出希望本国货船能

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乾隆帝答复: “其浙

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

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只允许其仍然

在广东澳门地方交易; 使臣又提出 “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

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仍被乾隆帝以 “珠山地方既无

洋行又无通事”为由拒绝了。③ 乾隆以 “别处无洋行及通事”为最主要理

由拒绝了英国使臣希望多口通商的请求，虽然牵强，但通事在中外贸易中的

作用可见一斑。

1. 为官方“传译遵照”所定规章
外商大多不通中华语言文字，“若非行商、通事传译代理，则举凡天朝之

禁令体制，与夫市价课税章程，该夷人何由谙晓，何所管束?”④ 马士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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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人、外国船和外国贸易的管理，曾经制定了种种章程，并
且时时加以增订。那些现行章程，不时由通事拿到商馆，大声宣读，作
为一种示威，表示章程不是可以视同具文的。①

亨特亦说: “有关外国人应注意遵守的详细规定也得由他们 ( 通事) 去
传达”; “通事的职责还包括到商馆去分发政府有关外商事物和黄埔的船只
或伶仃的‘趸船’的通告”②。

康熙五十六年 ( 1791) ，清廷颁行南洋禁航令，“令内省商船禁止南洋
贸易，其红毛等国船只听其自来”③。洋行通事人等曾被谕令 “于香山澳门
夷船开放之时，及将来遇有禁地夷船来粤回帆之日，将内地禁例告知夷商，

令其回国”; “切谕夷商带信外国，并宣示汉人，如有贸易夷船令搭载回
籍”④。

雍正十一年 ( 1733 ) ，因 “洋人凡遇节令喜庆，及船只往回口岸之际，

必演炮数通，以宣扬利市”，广州左翼副都统兼管海关税务毛克明等 “即令
通事谕禁，不许在内河放炮”⑤。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外商的许多管理约束
制度需要通事进行传译并宣谕。

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更需要通事协助
对外商加强政令宣传。两广总督李侍尧传集英国在广之总大班、夷商等并各
通事至衙门，会同监督李永标详加面谕，重申禁令: 嗣后只能在广东贸易，

倘再往宁波，定如洪任辉般被逐回，“徒劳往返，终无益处”⑥。

次年 3 月，清政府规定: “今后不准华人向欧洲人借债; 外人不准雇用
华人仆役，如遇有与华人交涉事务，可经由通事或买办; 华人受雇为外人仆

役是不适宜的，不得互相勾结，诱以金钱，致有不轨行为。”并命令行商与
通事“将此法令告知外人”⑦。7 月，外国商船进口日久，却不起货报税。

大班六活声称: “必须照旧任由各行店交易，方肯起货。”为此，海关监督

972清代海外贸易通事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三联书店，1957，第 78 页。
威廉·C. 亨特: 《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 38 ～ 39 页。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 22 期，1931 年铅印本，第 802 页。
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第 8 本，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1，第 790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4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
238 页。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史料旬刊》第 4 期，1931 年铅印本，第 116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 379 页。



谕通事林成、林望、蔡景知悉: “为夷船货物俱责现充官商经手交易，但不

得把持掯抑，短价高抬”; “该夷人自应凛遵天朝成例，乃尚欲照旧任由行

店交易方肯起货。殊不知各店私相买卖，奏明禁止，如敢故违，即应重治其

罪。此皆因尔等通事行商开导不力，且有不肖之徒从中煽惑所致”。监督并
“谕仰各该通事即将前指事理向红毛、贺兰各国夷人谆切传译遵照。务使明

白领略，不得仍前抗违。仍限三日内将作何传译，夷人曾否遵照，各缘由禀

覆查核”①。

乾隆四十年 ( 1775) ，广州府张贴告示，勒令通事和行商 “必须向大班

指明，如果他们的买卖不经保商，则禁止将任何物品带上岸，亦不准将船停

泊黄埔，将被驱逐离境”②。同年，海关监督又命令通事通知所有来广州贸

易的欧洲人: “按照向例都必须具有保商及通事，所有交易必须经由他们办

理。”③

道光十九年 ( 1839) ，钦差大臣林则徐查明鸦片进口的基本情况后，撰

写谕帖: “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嗣后不许再将鸦片带来

内地，犯者照天朝新例治罪，货物没官”。并 “传讯洋商，将谕帖发给，令

其赍赴夷馆，带同通事，以夷语解释晓谕，立限禀覆”。④ 还委任佛山同知

刘开域、候补通判李敦业带洋商、通事等，押令英国副领事参逊 ( 即噂

臣) ，赴澳门传谕趸船，驶至虎门外龙穴洋面呈缴烟土。⑤ 在虎门销烟后，

林则徐担心外国商船会继续夹带鸦片前来，所以他 “请定治罪专条，并立

限期首缴，仰荷圣明俞允，饬定新例颁行”。而在新例未到之前，各国货船

即已陆续到粤，因此 “当令洋商通事谕知现办章程: 船内无鸦片者进口报

验; 有鸦片而自首全行呈缴者，准予奏请免罪，并许验明进口。若自揣不敢

报验，即日扬帆回国，亦免穷追，使各国夷商得以早定主见。迨颁到新例，

又复传谕周知”⑥。

2. 协助政府与外商进行沟通
按照惯例，地方与海关官员一般不与外商直接接触。政府有关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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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 《达衷集》卷下，第 125 ～ 127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 336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 338 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二册，第 323 页。
陈胜粦编《林则徐日记》，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六册，第 799 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二册，第 334 页。



规章等都通过行商与通事等向外商传达，而外商的各种要求亦通过行商与通

事代呈。难怪亨特有言: “除了行商之外，在其他中国人当中，和外国侨民

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通事’。”①

乾隆年间，曾有夷商反映 “有事要告诉海关不能进门，有下情难诉”，

两广总督苏昌的答复是 “夷人语言不通，即或遇事禀见，亦难通达，自应

令保商、通事代为转禀，况每年夷船进口，海关监督例应亲往黄埔丈量，一

年或五六次不等，斯时保商、通事随同在船，设有应禀之事，何难即时禀

办。且夷人例禁入城，如果有应禀事件，亦准令具禀，交保商、通事代投，

何致有下情难诉”②。

遇有交涉事件，通事也必须在当局与外商之间起到协助沟通的作用。嘉

庆十三年 ( 1808) ，英国派兵前来澳门，“以保护大西洋为名，实欲占据要

塞，以遂其垄断之私”。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一方面 “严饬洋商通事人等

转饬该国留粤大班，传谕该夷目及早退还”，另一方面不准英国商船进行交

易。同时，饬令洋商、通事等将原因告知已到黄埔的英国商人，“不时前往

妥为抚慰，令无惊惶滋扰”③。

各国夷商来华贸易，随带番妇不准进入广东。道光十年 ( 1830) ，英国

大班盼师携带番妇来至省城，到公司夷馆居住，并将炮位数座及鸟枪等件偷

运至夷馆。广州将军庆保等 “一面密饬水陆各营将弁，不动声色，严加防

范，并切谕府县暨委员等，分派妥役留心稽查弹压，毋许内地汉奸勾串教

唆，播弄滋事，免致商民惊疑; 一面饬令洋商通事等严诘该夷，何以私运炮

座等物至馆，其意何居”④。

道光十九年 ( 1839 ) 虎门销烟时，有些 “平素系作正经买卖，不贩鸦

片”的夷商前来观看，林则徐令通事 “传谕该夷等，以现在天朝禁绝鸦片，

新例极严，不但尔等不贩卖之人永远不得夹带，更须传谕各国夷人，从此专

作正经买卖，获利无穷，万不可冒禁营私，自投法网”⑤。可以说，通事已

经成为中国官员与外商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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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C. 亨特: 《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 37 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册，第 363 页。
《清代外交史料》 ( 嘉庆朝) 卷 2，转引自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四川人
民出版社，1999，第 796 页。
《宫中朱批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二册，第 219 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二册，第 331 页。



3. 参与贸易进出口事宜
外国商船从到口泊碇澳门起，随之进口再到出口的整个交易过程，均须

通事伴随。“每艘入港商船，必须有一位行商替它保证交纳税钞，并且要有
一位通事和一位买办，然后才能开始卸货。”① 雍正三年 ( 1725) ，两广总督
孔毓珣曾“严饬牙行通事人等贸易货物公平交易”，以保证外国洋船在年内
乘风信归国。② 通事必然在贸易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John Phipps

描述了通事在贸易过程中所做的一切:

他代为请领卸货和装货的许可证，办理各种通关手续，并经管税钞

的账目。

当一艘商船要卸货或装货时，在一两天以前便将要装的或要卸的货

物的种类和数量告诉通事，由他去请领许可证。许可证发下后，驳船或
领有牌照的船便可驶赴黄埔……

货物出口，则船费由通事支付……

如果大的商船在装完货物以前，要开往下游，开过第二道关卡，必

须预先通知通事，他方可代为申请牌照，觅雇引水。
……

外商并不是只许和商船的保商交易。他可以把货物售给任何人，售
给其他行商或任何散商; 购买货物出口也是如此。……无论怎样安排，

必须要通知通事，因为他的职责是记录一切与海关有关的事项。
……

如果将过多的货物运送到一艘船上，而该船装载不下，打算分一部

分给另一艘船，则行商与通事须于货物报关后三日之内作一报告，如经

许可，即命行商与通事到黄埔，将该项货物详细登录。③

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详细记载了通事在船运季节为外商和
海关衙门办事的繁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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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hipps，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转引自姚镐贤编《中国近代对
外贸易史资料 ( 1840 ～ 1895) 》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第 241 页。
《朱批谕旨》第 3 册，清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乾隆三年朱墨印木活字本，第 36 页。
John Phipps，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
外贸易史资料 ( 1840 ～ 1895) 》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第 241 ～ 245 页。



从 10 月到次年 3 月，一艘船的通事，在装货期间，如有必要，常
在晚上被召至外商的账房，预备明早装船的茶叶单据，往往工作到半夜

后。然后他持着这些单据，不得不连夜跑几家行号，看看茶叶是否已经
运到，驳运货物到黄埔的 “西瓜艇”是否已到来。完成这些事情，往
往需要整夜劳动，但他们并没有流露出不耐烦或心不在焉的神色。等到
一艘船上诸事俱备，准备量船时，通事又得去报告海关监督，由他派一

名税吏来黄埔 “办事”，这位税吏总是由通事馆的一名成员陪同前来，

该通事被称为 “官方”通事。等到这艘船要开行时，通事必须给外商
代理人一张“船钞”和 “规礼”费用清单，货船最后离港时，他必须
办完一切出入口交费的单据，呈给海关监督，一切手续皆办完之后，才

能得到“大单”，即离港清单，交给代理人，手续才算终了。①

外商们甚至言道: “我们不必办理海关手续; 我们的进口货的起卸和存
放，以及出口货的装船外运，都经由通事，我们只须通知他进口货存入哪家

行号，或出口货由哪一艘船装运就行了。”② 通事几乎成为外商的全权代理。

因为中国海关关税处不接待外国人，因此有关关税的一切必要手续都由

通事办理。③ 虽然乾隆十五年 ( 1750) 保商制度确立后，原系由通事向海关
缴纳的外商之船钞及 1950 两规礼银改为由保商缴纳，④ 但通事仍有权对税
钞进行干预。如乾隆二十年 ( 1755 ) ，英国商船 “乔治王子号”经过丈量，

船钞加上规礼银共需 3310. 643 两，此事已和 “通事松官议妥”⑤。乾隆四十
年 ( 1775) ，粤海关监督曾饬令外商所指定的行商及通事应 “注意防止发生
欠税事项”⑥。道光九年 ( 1829)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委员会草拟了八点
建议，交由行商转送总督。其中包括 “外国人必须以现金缴付关税，不受
行商或通事的干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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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C. 亨特: 《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第 38 ～ 39 页。
威廉·C. 亨特: 《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第 72 页。
J. R. Morrison，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转引自姚镐贤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 1840 ～ 1895) 》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第 1004 ～ 10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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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卷，第 220 页。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
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 338 页。
马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第 671、701 页; 第三卷，第 171 页;
第四、五卷，第 5、547、597、618 页。



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不止一次列举了各国商船来
华所带的现款及欲售卖的商品，还有某个贸易季度广州口岸的贸易状况等，

而这些数据都是从通事处获得的。① 又提到在嘉庆二十三年 ( 1818) 六月的
一次会议上，委员会记载了 “通过通事头目从海关账册上获得二十二年
( 1817) 进口税总数”，② 由此也可证明通事确实参加了外商进出口交易的全
过程，否则不可能对货物及款项如此明了。

4. 协助控制、禁止某些商品进出口
因通事参与了海外贸易的全过程，故能在清廷控制、禁止某些商品进出

口时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事要将清政府对于商品的管制条例告知外
商; 另一方面，也要对外商的货物进出口进行监督。

乾隆年间，清朝曾关闭恰克图，停止与俄罗斯贸易，而俄罗斯对大黄

的需求量极大，外洋各国可能将大黄私贩出洋转卖与俄罗斯，按理清廷应

严禁私贩大黄出口。但大黄为各国疗疾必需之物，又不能完全禁止出口。

因此，乾隆五十四年 ( 1789) 清廷饬令西洋各国每年购买大黄不得超过五
百斤，广州城洋行及澳门商人 “将售卖大黄数目并卖与何国夷人，均于洋
船启棹之先分晰列册，呈缴南海、香山二县，一面通详，一面移行守口文
武弁员，按册稽查，如有夹带多买，一经查获，严拏行商、通事，从重治
罪，仍将大黄变价归官，于保商、夷商名下各追十倍价银充公”。又定朝
贡国如暹罗、安南等国贡船回国时所买带的大黄也以五百斤为限，并在各
国贡使、夷商回国之时，令通事 “明切晓谕，以天朝因不与俄罗斯通市，

恐各该国多贩大黄转售伊境，是以不准多带，并非于各该国有所靳惜。尔
等若贪得重价，转行卖与俄罗斯，将来自用不敷，天朝断不能于定例五百

斤之外再行多给”③。

外商来广贸易，向系以货易货，外国船只不得私运金银出口。嘉庆十四
年 ( 1809) ，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联名颁布禁止金银出口的法令，谕令全
体行商、通事、引水:

此后，保商所保之洋船进口，不论彼等收入何种货物，必须全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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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货物交换; 一俟船只满载，即行扬帆。而外国商人等亦不准借口货
物不足彼等所销售之数，暗中换取本地金银，阴图运走。如有不遵律例
之铺户，胆敢将本地金银售予外国人者，即行指证姓名并将处所呈报，

如获实据，必将彼等拿办。如尔等敢将此谕视为具文，知情不报，听任
外国人私运 ( 金银) 出口者，即将有关人等拿捕; 此外，不法之店主

等即交地方有司严加惩处，而该保商及通事等亦干未便。切切凛遵。毋
得玩忽。①

虽然如此，“但遇必要时，行商与通事必须估计出入口货物的价值，如
果输入超过输出，即准许该船携出金银，但以入超额三分之一为限。到广州
来的船只，只有一部分得享用这种自由权利。但是，一艘船只要代其他已获
得此项权利的船只向海关检验人员或通事交纳一定的费用，也就可以获得这

种权利”②。

如外商携带违禁货物，通事也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嘉庆二十五年
( 1820) ，两广总督与海关监督联合签署谕令，督令行商、通事、买办等
“在各船申请开舱之前，查察来船有无夹带违禁货物。如彼等妄图包庇，一
经发觉，则保商应独负其责，亦必遭破获惩处，而通事、买办亦难辞其
咎”③。

道光十九年 ( 1839) ，林则徐自京师抵达广东后，立即展开了对外商贩
卖鸦片情况的调查。因为 “凡夷船所载鸦片烟土，自行夹带进口者，固属
有之，而其半则以三板剥赴趸船寄顿。通事送单于窑口，窑口敛银于贩客，

而贩客又由银号兑价于坐地夷商，该夷商给予票单，持至趸船取土”④。所
以要查清实情，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直接询问通事。于是，林则徐就经常传
讯通事，这在他的日记中是有所反映的。例如，当年二月初三，他 “在寓
中传讯通事蔡懋等，至晚始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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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助处理商务纠纷
在通商贸易过程中，发生纠纷在所难免，通事因其在语言上的便利，经

常要协助当事双方处理纠纷。如雍正十二年 ( 1734) ，英国 “哈里森号”因
所定购的丝织品与商人们发生争执。起因是 “当第一批丝织品的样本送来
时，经过精细和小心地检查，就发现重量不足，色泽和质量都差。商人说，
他们的合约是以价格决定的; 而大班反对这种规格的坚韧度、颜色、光泽的
理由是不够充足的”。双方各执一词，纠缠了几个月后，大班就叫通事准备
诉之于当时暂代海关监督的总督。①

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四月，南海县发生夷人控告朝合木器店刘朝阳、
刘大有父子欠银不还的事件，当地政府批令通事催还。②

更有官府明示应让通事协助解决海外贸易中的纠纷。嘉庆五年
( 1800) ，同文行雇船户为英商“下载湿水及泥草茶箱”。英商发觉后，本应
向同文行兑换，船户不过受雇代装，与此事无涉，“乃该夷人竟敢将艇户押
上夷船”。该年六月初九，两广总督与海关监督在 《粤督海关因英船掳人事
下洋商谕》中说:

照得夷人贸易，天朝既设行商为之经理买卖，复设通事为之道达情

词，凡所以体恤尔夷商者，无不至优且渥。尔夷等理宜恪遵功令，安分
经营，即遇有事故，在省则投告行商、通事，在埔则投明税馆，或就近
汛官，具禀候示，岂容将内地民人擅押赴船。……嗣后务须凛遵法度，
遇有事故，及货物偶有参差，均应向保商、通事理论明白，保商等禀请
本部院、部堂、关部究治，不得将艇户人等押累。③

道光十六年 ( 1836) ，英国 23 个商号和个人在给两广总督的禀文中说:
“对有关征税事宜，商等与行商及通晓数国语言的人之间曾引起不少麻烦之
争议。不仅因为对货物分级与度量计算所采取的方法，而且对关税征收之价
格亦有分歧。此种争议及由此而产生的困难，大部分是由于商等对政府所制
定之税收等级罔然无知而所以造成。”外商们恳请总督颁发一份从外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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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以及各种货物应付关税之正式清单。① 可以预见关税清单颁布后还是需
要由通事宣布且从中调停外商与行商之间的纠纷的。

6. 协助地方当局约束外商
外商来到广州后，“尽被安顿在行商和通事的控制下，从不得和中国政

府或其他文武官员接触，而这些行商和通事就是奉行清朝官员的严令，来监

督、约束外国商人的”②。通事 “虽其职份卑微，但其耳目于外人较其他人
等尤近”，是以“更应尽其本分留心查察，留意其举动”③。

乾隆九年 ( 1744) 五月，首任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印光任一到任，针对
过去香山县官对澳门管理不严不善的情况，特订立和颁布严格管理番舶和澳

夷的《管理澳夷章程》七条，第一条即是: “洋船到日，海防衙门拨给引水
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一经投行，即着行主、通事报明。至货齐回船
时，亦令将某日开行预报，听候盘验出口。如有违禁夹带，查明详究。”④

可见从夷商来华之日起，通事就要协助官府对其进行约束了。

外商申请去澳门，要通过通事取得海关当局的批准。⑤ 乾隆十九年
( 1754) 四月二十日《澳门同知致澳门理事官牌文》中记载:

乾隆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准粤海关移开，照得在省夷商赴澳探亲贸易

等事，责成行商通事查询确实，出具保结，赴关呈明，给与印照，分晰

开注，一面移知澳防厅转饬夷目，查询相符，将该夷商交付所探之澳夷

收管约束，限满事竣，催令依限回省，毋任逗留等因……⑥

粤海关移至广州后，洋人来往于广东、澳门之间贸易、探亲，通事即须
核查来往两地的夷人的名目及其所携带的货物。

乾隆二十年 ( 1755 ) ，两广总督策楞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颁布一项法
令，规定来广贸易的欧洲人入住商馆后，保商与通事须派可靠人员前往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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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察看有无铺户私来与欧洲人交易; 来埠商船及欧洲人等，对中国语言

习俗均属无知，遂发生种种不法行为，是以保商及通事，有教导彼辈之责;

船只抵埠后，保商及通事应立即通知该船长及大班，对其下属严加约束，不

使有违法行为; 除保商及有关人等准进入商馆外，其余闲杂人等，一律不准

入内，保商、通事或买办有权对故违者予以惩办。①

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 《防范外夷规条》，规定
夷商到粤，应于现充行商各馆内选择投寓，行商、通事应将夷商及随从之人
姓名报明地方官，地方官应勤加管束，不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 如夷

商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必须亲自随行; 如有民人受雇于
夷商，通事、行商，应实力稽查禁止。②

向来各国夷商来广贸易，只令正商跟随数人同货入行，责成通事、行商
报明管束，毋许纵令出外行走。③ 乾隆五十九年 ( 1794 ) ，英公司大班啵啷
呈禀提出: 允外商或准进城，或在城外指一个地方行走，以免生病。两广总
督批示允许夷人嗣后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到海幢寺游散，但 “日落即要
归馆，不准在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随往滋事”。④

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七月，总督蒋攸铦指示: “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
日允许夷人结伴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夷人每次不准过十人以外，着
令通事赴经过行后西炮台各口报明，带同前往，限于日落时，仍赴各口报明

回馆，不准饮酒滋事，亦不得在外过夜。”⑤

外商凡按规章去其可以去的地方，都必须有通事跟随。“事实上，要求
通事跟随的 ‘规条’并未严格执行，但也从未被废止。官员们派通事跟随
我们出游或在河上划船的动机本来是好的———为的是防止我们迷路，或因语
言不通而与本地居民产生误会以至冲突。”⑥ 但是，通事对外商的一切轨外
行为要直接负完全责任，⑦ 通事们当然要尽力约束外商，以避免他们发生任

何“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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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外商提供其他便利
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 十月，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与粤海关监督联名

在《奏禁华人借夷资本及受雇夷人折》中云: “至夷商所带番厮人等，尽足
供其役使，而内地复设有通事买办，为伊等奔走驱驰。”① 亨特也写道: 通
事的“职责当然不轻，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随传随到，应付五花八门的事
情，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乐意为全体外国侨民提供方便”②。

第一，为外商代雇佣人。

乾隆四十二年 ( 1777) 四月十五日，行商在《覆李抚台禀》中说: “至各该
夷馆如搬运起下货物，及看守行门等项，系责成通事选派管店数人料理。其逐
日所需菜蔬食物，亦系通事结保买办数名代为置买。一切管店买办人等，俱系
慎择老成信用之人充当。”③ “如果在广州的一位外国绅士没有雇用买办，就
把他的仆役总管当作买办，他必须以买办的资格向通事报告，因为通事要担

保买办的品行。”④ 道光十五年 ( 1835 ) 当局规定: 外商所用 “挑货人夫，

令通事临时散雇，事毕遣回”⑤。通事“是外国人许多雇员中的首领”⑥。

第二，为外商船只购买伙食。

供应外国商船及商馆日用品、伙食通常是买办的职责。⑦ 但通事有时也
代负买办之责，为商船采购食粮等物。嘉庆二十五年 ( 1820) ，由于买办无
法缴付海关官员勒索的巨额规费，海关监督下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能通过

买办得到伙食，而要通过通事。然而，通事们虽 “已由海关监督授权，但
他们没有经验足以从事这一重要而急需的工作”⑧。

第三，为与外商交易的人提供担保。

除了行商之外，外商还与行外华商做生意。但是经常有拖欠货款不还的
情况发生。乾隆三十八年 ( 1773) ，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曾向海关监督请
求设法追还债务，但海关监督不承认 “向其请求追偿欠债是合法的，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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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债约是与行商本人或经由行商或总通事认为可靠之人签订的”①。即海
关监督并不禁止外商与其认为适当的人交易，但如果是与那些未被行商或通

事确认为可靠的人交易，就必须自负坏账的后果，而不能希望海关监督代为

追偿，可见，通事负有为与外商交易的人提供担保的责任。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清代，无论是在中国与海外国家的朝贡贸易、海关贸易，抑

或是清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往来中，通事作为翻译人员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通事，清代就不可能有外交和繁荣的海外贸易。

早期通事的主要功能是代外人传译，但由于清代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和贸

易蓬勃发展，对外事务日渐繁多，其管理事务也日趋复杂。为了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作为统治者工具的通事自身也发生了蜕变，其职能早已超越了单纯

的沟通中外交往的中介角色，而且还介入外交和朝贡、海关管理、外贸活动
以及管理外商等事务，并为外商提供信用担保和生活服务，逐渐演变成为清

政府统制外贸、管理外商的得力工具。

清代通事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的形成和演变对清

代的外交外贸，乃至中外文化交流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不过，通事作
为在中外交往贸易中产生的特殊群体，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主要
对清代从事海外贸易的通事种类、来源及其职能演变做一些初步的探索，希
望借此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使曾在中国

对外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通事能得到正确客观的评价。

Inquiry into the Interpreter of O verseas Trade
During the Q ing Dynasty

Liao Dake

Abstract: The interpreter in the Q ing Dynasty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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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whos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has exerted
extreme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its diplomacy and foreign trade，even the sino-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types，sources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preters who engaged in overseas trade，this article
means to arouse the academic interest， thus attract more atten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group，hoping to provide an objective and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interpreter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Keywords: The Q ing Dynasty; Overseas Trade; Inter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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